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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经济发展：雾里看花何处是尽头
杨克瑞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作为教育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教育与经济关系，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赋予美好的寄托，以便为弘扬教育而提供

更为有利的依据。然而，这种雾里看花似的臆测估计所带来的教育大跃进，并非是教育的福音，而是社会的灾难。

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在于技术，有关教育经济贡献的实证是不足的，盲目夸大教育的经济

作用，是狐假虎威的现代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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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教育对于经济推动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经济学

这门学科产生的主要动力。多少年来，人们都带着美好的期盼来探索二者的关系，甚至还动辄以“国运所系”

这样的强势话语来为“教育先行”助威。［１］这种热衷于渲染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思想，意在引起有关部门对于教

育的重视，就其动机而言可谓是高尚的，不过，其内容却更像现代版的狐假虎威。随着增长经济学研究的进

展，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现实，即经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用教育来解释是很不准确

的，甚至是一种误导。告别浪漫，端本清源，真正认清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与价值，其结论也许稍显冷峻，

却正是人们要客观认识的真相。

一、对教育经济学的反思

众所周知，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源于教育经济关系的考察，即人力资本理论的确立。经过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前后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摇旗呐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教育的发展。然而，正当一些国家的教

育热情高涨之际，之后的经济危机可谓当头棒喝，一盆冷水灌了下来，随之而出现了严重的大学生失业现象。

进入７０年代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大跃进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和幻灭的情绪。在这种可谓残酷的事实面

前，一些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马上“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再坚持人力资本观，而提出了相应的“教育

筛选”理论、“二元社会分割”以及“文凭病”理论等等新的解释观点。［２］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它们看到了

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有限联系，但这种联系是表面的，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对于任何国家或社会，良好的

职业岗位总是有限的，属于社会稀奇资源，是全社会竞争的目标。［３］为了增强个人的竞争砝码，人们在不能改

变个人的先天条件的情况下，只能去改善个人的后天条件，于是人人都希望获得较高文凭，从而获得较好的

地位。［４］但是，这从整个社会来看，往往形成教育的无序竞争状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教育投资过量，高水平

教育文凭获得者找不到相应工作岗位，甚至找不到岗位的过量教育现象。

正当人们对于教育的经济意义莫衷一是之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经济的到来再次令人们将关注的目光

投向了教育，知识经济似乎为教育赢得了新的地位与希望，卢卡斯等新增长理论学家们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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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再次为人力资本理论正名。那么，知识经济是否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呢？

二、增长经济学者的发现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发展的巨大落差令许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或者增长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也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一路高奏凯歌的根源所在。反观增长经济学的历程，我们发现其与

教育的关系若即若离，教育也随之大起大落。那么，增长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教育的呢？

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开始了经济增长问题的探索，因之才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

书的出现，这也就是流传深远的《国富论》。当时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社会分工，即社会专业化

的发展。在这里，他也最先认识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之后的凯恩斯等经济学家，

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

在传统的增长经济学研究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在技术以及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由储蓄率

和资本与产量比率这两因素所决定的，公式为：Ｇ＝Ｓσ；其中Ｇ表示经济增长率，Ｓ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

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Ｓ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

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１９５６年，索洛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指出其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

定，由此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式则放宽了上述条件假设，即考虑到了技术进步的作

用，而且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也是可以市场化变动的。其经济增长的公式也可以更为流行的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加以说明：Ｑ＝ｆ（Ｌ、Ｋ）。教育因素在这里被考虑到了，但它被视为一种外生变量。
［５］

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人们再次看到了技术的巨大力量，将技术因素内生化也就推动了增长经济学的新

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

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认

识：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

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

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６］

从增长经济学的研究来看，他们越来越明确地将技术因素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再笼统地议

论整个教育因素了，这就是现代增长经济学的基本认识，也是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启示。这就是说，知识经

济中的知识特指的是技术知识，而非所有知识，它不等同于人力资本，更不等同于教育。

三、教育实证中的谬误回归

那么，过去很多关于教育对于经济推动作用的研究，其结论又当如何评价呢？现在我们不妨再重新考证

研究过程，分析其结论的可靠性。在传统貌似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大多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求导教育

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实际上就是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数据之间的回归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来求其

自变量回归系数。若以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１这１０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的数据，的确可以得出一

基本的回归方程关系，即：Ｙ＝１６３５９．５０２５３２＋０．００１９０３Ｘ（Ｒ
２＝０．９４）

但是，若以中国的教育投入为自变量Ｘ，而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因变量Ｙ，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组数

据同样也是可以建立一回归方程，且基本能通过统计学的检验。我们以下表数据为例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Ｙ＝６４５９８．８９＋８３９．２７９Ｘ（Ｒ２＝０．９６４）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回归方程只说明了数据之间的关系，它是无法做出因果解释的，这也是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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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内蒙古教育经费与美国犌犇犘增长的模拟比较

年份
内蒙古教育经费合计

（亿元）Ｘ

美国ＧＤＰ（亿元）Ｙ

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

１９９１ ９．６７ ７１００５

１９９２ １１．３２ ７３３６６

１９９３ １４．５７ ７５３２７

１９９４ １７．１９ ７８３５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８０３１７

１９９６ ２３．４４ ８３２８９

１９９７ ２５．４３ ８７０３５

１９９８ ２８．０２ ９０６６９

１９９９ ３２．７８ ９４７０３

２０００ ３５．８０ ９８１７０

２００１ ４６．６２ ９８９０７

　　　数据来源：参见内蒙古教育厅及美国教育经费教育部网站。

析在使用中的常见误解。试想，这里将中美两国的数据

进行毫无意义的关联回归，演出一场“关公战秦琼”，其回

归方程同样也是存在的。但我们总不应据此得出结论：

中国教育经费的增加可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

同理，若改变自变量，例如，若以当前的物价等任何

数据，都可看出其与国民经济是同步增长的，其回归方程

同样是可成立的。此外，关于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是研

究者所设定的，将二者的关系倒过来，同样也是可以构建

回归方程的。这种简单构建回归关系的研究，在计量经

济学上是有明确的定位，即谬误回归，即缺乏现实意义的

数字回归。从这里不难看出，传统上关于教育与经济增

长的所谓“实证”，大多是不科学的，不足为凭的。

即使教育经济学奠基人舒尔茨关于经济发展的“余

数分析”，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揭示教育在经济发展的直接

关系，而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余数”与同期教育经费增加

二者之间关系的推定，同样也是合理想象的结果，而非严格的科学结论。

四、教育与经济：水涨船高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之所以迷雾重重，源于现实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二者往往表现为共存的。例如，

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伴随着教育的发达，这人们往往都会以日本、美国等为例说明。这样，二者给人的印象就

是共生的，似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显然，这种共存现象，决不是等量齐观的，其必然存在着先后与主次关系。教育学者都希望能看到教育

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以便可推动所谓的“教育先行”，增加教育在社会上的分量或砝码。然而，正如前面

的分析，教育先行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证实，相反，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提高。这可从

以下两方面具体说明。

第一，教育存在的依附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关于教育本质的广泛争论，其实，教育活动如此司

空见惯而无需上纲上线。相对于经济水平，教育天然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并形成了水涨船高的连带关系。在

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与消费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的高增长是必然的。教

育提升是社会进步的综合表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如同社会其它领域的进步是相同的。特别是在今

天，教育条件进一步得到了改革，其对于经济水平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哪怕是教育质量没有同步提升，但教

育资源的改善也是人们生活福利提高的重要表现。

第二，经济发展搭建了教育的磁力场。经济发达地区的确是需要更多的高级教育人才，但这与本地教育

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人是易于流动性的，高水平的经济条件是方便吸引相应人才进入的，所谓“种下梧

桐树，引来金凤凰”。就以中国的现实而言，深圳崛起是特区经济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才发展起来深圳大学。

相反，西安虽然是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腾飞。舒尔茨在论述人力资本的增长途

径时，也提到了国际移民现象。

总体而言，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是以技术为纽带的，但技术不等于教育。单就教育与经济而言，教育的发

展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水涨船高，其不可超越于历史所赋予的阶段性而拔苗助长。教育就是教育，我们应当

认真重视，但不应就此上纲上线而大做文章。 （下转第１００页）


